
 

 

中国工业固废的演化与驱动机制：数据驱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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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工业化持续推进与“双碳”目标约束并行的背景下，我国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呈现长期高

位增长、结构调整和治理转型并存的复杂态势。厘清其长期演化阶段与主导驱动力，对于制定差

异化、阶段性控废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系统分析了 2003—2019 年间我国城市工业固体

废物产生的长期演化阶段结构及其驱动力在不同阶段中的变化特征。研究表明，工业固体废物产

生经历了 2003—2007、2008—2012 和 2013—2019 三个稳定的阶段，尽管总量持续增长，但增速

显著放缓。人口规模与经济富裕度构成的规模效应在各阶段持续增强，占比达 33.4%。然而增速

放缓的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效应由正向拉动（+1.13×104 万吨）转为显著的负向抵消（−2.90×
104 万吨），与此同时，强度效应保持相对稳定且发挥一定的抑制作用。在区域层面，各地通过结构

或强度降低等不同路径抵消增长的拉动作用，东北地区在后期阶段出现了强度效应由抑制转为正

向的特殊情况；城市层面上，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对工业活动强度相关因素的短期年际变化更为敏

感，而对规模与结构变量的年际变化响应有限。在多指标竞争条件下，治理绩效和过程性指标表

现出更高的稳定性，更适合作为城市年度固废治理的操作性工具。本研究结果为在不同阶段和尺

度上协调结构性调控与过程性管理，提升工业固体废物治理的针对性与可执行性提供了有力的实

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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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ntinued  industrialization  and  China′s  "dual-carbon"  targets,
industrial  solid  waste  (ISW)  generation  has  exhibited  persistent  growth  amidst  structural  adjustments
and governance transitions. Understanding whether this growth follows a stable trajectory or undergoes
stage-specific shifts is essential for interpreting governance outcomes and designing differentiated waste
management  strategies.  This  study  applies  a  data-drive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a  city-level  panel
dataset to identify the long-term stage structure of urban ISW generation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9
and  to  examine  how  its  driving  mechanisms  evolve  across  different  stages  and  spatial  scales.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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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upervised  time-series  structural  learning  is  employed  to  detect  endogenous  stage  boundaries  in
national  ISW generation without  predefined breakpoints.  Second,  inter-stage changes are decomposed
using the 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LMDI) method into population scale, economic affluenc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omposite intensity effects. Third, city-level dynamics are analyzed using two-
way fixed effects models and a random forest-based feature selection procedure to identify governance-
relevant  signals  that  remain  stable  at  the  annual  municipal  scale.  We  identify  three  stable  stages,
namely,  2003–2007,  2008–2012,  and  2013–2019.  Total  ISW  continued  to  increase  in  all  stages;
however, the growth rate declined over time. Scale effects remained persistently positive, strengthened
across stages, and explained 33.4% of cumulative growth. The post-2013 slowdown primarily reflects
structural transiti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ffect shifted from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113 Mt) to a
substantial  negative  contribution  (−290  Mt).  In  contrast,  the  intensity  effect  was  negative  across  all
stages,  with  minimal  variation  in  magnitude,  indicating  a  stable  offset  rather  than  a  trigger  of  stage
change.  Regionally,  all  major  regions  share  a  common  temporal  stage  structure  but  rely  on  different
pathways to mitigate scale-driven growth. In the later stage (2013–2019),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primarily  depended  on  intensity-related  mitigation,  whereas  Western  regions  exhibited  stronger
structural offsets. Northeast China, however, demonstrated a notable deviation in driving mechanisms in
the  later  stage,  in  which  the  intensity  effect  turned  positive  and  became  the  dominant  contributor  to
regional  ISW changes.  City-level  evidence suggests  this  pattern is  consistent  in direction across cities
but highly concentrated in magnitude, with a small number of cities accounting for most of the positive
intensity  contribution.  At  the  city  scale,  ISW generation  is  more  responsive  to  short-term interannual
changes in industrial activity intensity than to variations in economic scale or industrial structure, once
time-invariant  city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on  shocks  are  controlled  for  (coefficient  =  0.078  7,  p  =
0.032).  Under  multi-indicator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and  process-oriented  indicators,  such  as
comprehensive  ISW  utilization,  demonstrate  greater  stability  and  explanatory  power  in  annual
variations, standing out as especially informative for municipal operations. Overall,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recent slowdown in China′s ISW growth primarily reflects a structural transition rather than a
weakening of scale pressures. Effective governance, therefore, requires aligning policy instruments with
stage-specific  driving  mechanisms,  emphasizing  structural  adjustment  at  the  macro  level  while
strengthening process-oriented management at the urban scale.
Keywords： Industrial  solid  waste  (ISW)； Stage  Identification； Structural  transition； Urban
heterogeneity；Random Forest

 

0    引　　言

在工业化持续推进与“双碳”目标约束并行的

背景下，我国工业固体废物产量长期呈现高位增

长、结构调整与治理转型并存的复杂态势。工业

固体废物是工业化进程中最具规模性的环境压力

之一[1−2]，截至 2023年，全国排放源统计调查范围

内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约为 42.7亿吨，综合

利用量约为 25.8亿吨，处置量约为 8.3亿吨[3]。工

业固体废物产生水平与资源能源型产业扩张、城

市工业结构调整及治理能力提升高度相关。在我

国长期快速工业化与绿色转型并行的背景下，工

业固体废物产量呈现显著的阶段性节奏变化与空

间差异[4]。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增长动力与约

束机制并不一致[5]。

与此同时，随着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以及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6]，工业固体废物治理逐步从

末端处置导向，转向源头减量[7−8]、结构优化与效

率提升[9−11] 的系统性调控路径。然而，在转型过

程中，固体废物产生的长期演化规律及其阶段性

驱动结构仍缺乏深入研究[12]：一方面，现有研究多

假定工业固废增长机制在较长时期内相对稳定，

难以体现不同发展阶段之间增长速度、结构贡献

与治理绩效的显著差异[13]；另一方面，阶段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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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区域差异化管控实践，也亟需以可复现的

长期演化事实作为基础支撑[14]。因此，对工业固

体废物长期演化过程中的阶段结构进行系统识

别，不仅是理解固废治理成效与演变逻辑的基础

前提，也是识别关键政策窗口、解释区域差异并制

定差异化、阶段化控废政策的重要前提[15−16]。

已有研究指出，在快速工业化阶段全国层面

的工业固体废物产量快速上升并与经济增长高度

耦合，而在 2011至 2013年前后出现明显的增速

变化并进入增幅放缓或阶段平台期[5]。脱钩视角

的证据也表明，1978—2011年污染排放与经济增

长保持较强耦合，2011年后排放增速趋稳甚至略

降，表明污染排放增长与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发

生阶段性松动[15−17]。政策文本研究为治理节奏的

阶段划分进一步提供制度层面的旁证，即 2003—

2012年被界定为循环经济稳步推进阶段，2013—

2019年被界定为监管强化与政策创新阶段，显

示 2013年前后可能存在具有制度含义的阶段转

折[18−19]。

需要强调的是，阶段转折并不必然意味着永

久峰值。杨青如等对重庆市案例进行研究，表明

工业固体废物可能呈现“N型”轨迹，即在达到一

定发展水平后增速放缓或阶段下降，但在更高阶

段仍存在反弹可能[20−21]。全国统计结果表示，工

业固体废物亦呈现出“高位−回落−再上升”的阶段

性增长，其中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在 2013
年前后处于高位，2015至 2016年略有回落，2017
年后再次回升并继续增长，表明“拐点”更可能对

应节奏换挡而非终局性峰值[5]。预测研究进一步

强化了该判断，21世纪 10年代中期以来增速明显

放缓，但未来一段时期总量仍可能维持上升，从而

强化了“拐点而非终点”的判断[22−23]。

在机制解释上，现有研究已形成相对明确的

“规模−强度”张力框架：经济扩张的规模效应通常

是工业固废总量上升的首要推动因素，而单位产

出废物生成强度下降能够抵消相当部分增量[24−26]。

与此相比，产业结构因素更具尺度依赖性：跨区域

比较表明工业结构更高级的地区固废强度更低，

但在城市年度波动层面，结构占比变化较小且可

能存在非线性或滞后，使得结构变量难以在短期

线性框架中稳定显著[4, 20, 27]。空间差异方面，研究

普遍认为全国存在相对一致的时间骨架，但不同

区域在强度水平、增长幅度与治理成效上并不同

步。东部在固废强度水平和增长幅度上显著低

于西部与东北等地区，并且固废构成与资源能源

型行业高度耦合，钢铁、煤炭、有色等行业贡献

突出[4, 28−29]。

尽管既有研究已从时间趋势、脱钩与分解等

角度分析了工业固体废物演化的阶段性特征及其

驱动机制，但仍存在两类关键不足：第一，现有证

据多停留在描述阶段或跨期平均分解，尚缺少将

阶段结构识别、分阶段驱动分解与城市异质性检

验置于同一框架的系统化对照，因而对于“阶段换

挡时驱动机制是否发生实质性转变”问题，难以得

到明确结论[30]。第二，关于阶段演化过程中空间

再分配与集中度趋势的量化讨论相对不足，尤

其缺少能够在同一框架下同时反映阶段变化与

空间格局演化的经验证据，从而使阶段转折的成

因解释容易混淆时间演化效应与空间结构调整

效应[31]。

基于此，本文从长期时间序列出发，在全国、

区域与城市多尺度框架下，系统考察我国城市工

业固体废物产生的阶段性演化结构及其驱动机

制差异。研究整体遵循数据驱动与机制解释相结

合的分析范式，在分析流程的关键环节引入机器

学习方法，以增强阶段识别与信息筛选的客观

性。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引入的机器学习方法并

非用于预测或黑箱建模，而是分别采用非监督的

时间序列结构学习和非参数的特征筛选方法，识

别关键时间断点和城市内部更具可操作性的年

度治理信号。在此框架下，首先通过非监督的时

间序列结构学习方法，从数据中自动识别工业固

体废物长期演化的关键阶段与时间断点，构建

不依赖事前假设、可复现的长期演化时间骨架；在

此基础上，结合可解释的分阶段分解方法，比较不

同阶段中规模扩张、产业结构调整与单位产出强

度变化对工业固体废物净增量的相对贡献，识

别主导驱动及其阶段性转变。进一步地，在城市

尺度上，在控制城市不变特征与全国共同冲击后，

引入机器学习方法，在多指标同时竞争的条件

下识别城市内部年际变化中更为稳定且具有现实

可操作性的治理抓手。本文构建“AI驱动的阶段

结构识别−机制导向的驱动分解−治理工具导向的

城市尺度识别”这一数据驱动分析链条，旨在从演

化机制与治理实践两个层面，为理解我国工业固

体废物的长期变化提供多尺度经验证据，并为分

阶段、分区域、分尺度的控废政策设计奠定实证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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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构建城市尺度面板数据，数据来源包

括两部分：（1）我国城市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数据

（单位：万吨/年） [32]，用于反映工业固体废物产生

的长期演化趋势。该数据库整合国家级、省级及

城市层面的相关统计资料，并结合城市工业规模、

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动等特征信息，利用机器学习

方法补全缺失和不完整数据，从而形成跨年份可

比的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时间序列。该数据不依

赖单一年份的官方统计口径，适合用于分析工业

固体废物的长期演化过程。此外，2020年后受突

发性外部冲击影响，部分经济与工业活动指标（如

工业增加值、能源消费等）出现了明显的非趋势性

年际波动与结构扰动，削弱了时间序列在刻画长

期演化特征时的稳定性与解释力。因此，本文的

核心分析年份聚焦于 2003—2019年。（2）我国城

市统计年鉴数据，涵盖人口、经济规模、产业结构

及工业活动等指标，用于构建驱动分解与城市尺

度分析所需的解释变量。为识别区域异质性，本

文按城市所属省份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西

部与东北四大区域，并据此完成分区域汇总分析。

本文所指的工业固体废物，为工业活动过程

中产生的非危险固体废弃物，不包括危险废物、生

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所研究的工业固体废物包括

来源于采矿、冶金、电力和建材等工业活动领域

的冶金渣、粉煤灰、炉渣、煤矸石、尾矿和脱硫石

膏六类固体废物。该定义对应我国固体废物管理

体系中长期稳定的非危险工业固体废物范畴，能

够反映工业体系整体运行强度及其结构特征，而

非具体工业部门或行业的产出行为。 

1.2    变量定义与分析口径

i t

ISWit

yit = ln(1+ ISW it)

以城市 在年份 的观测为基本分析单元，工业

固体废物产生量记为 。在计量分析中，为解

决零值与分布偏态问题，采用 为

因变量，并在稳健性检验中替换为人均或强度

口径。

Popit

GDPpc,it

Structit

解释变量围绕“规模−结构−效率”三类驱动

构建。采用人口规模 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以刻画城市规模与经济富裕度；第二产业

就业占比 作为产业结构的代理变量，用以

反映城市产业构成差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SO2,it作为工业活动强度及重工业化过程的综合代

理指标，用于刻画城市内部工业活动变化的相关

信号。需要说明的是，在减排政策持续强化背景

下，SO2 排放除受工业生产规模影响外，也会受到

末端治理投入与技术升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因

此本文将其理解为“工业活动相关压力”的综合信

号。该变量在分析中仅被解释为相关性证据，而

不被视为工业固体废物产生的直接因果来源。 

1.3    长期阶段结构识别与空间集中度刻画

为识别全国尺度工业固体废物产生的阶段结

构，本文在平衡样本条件下构建全国工业固体废

物产生的长期时间序列，并引入非监督的时间序

列结构学习方法进行阶段识别。具体而言，采用

基于优化的变点检测算法（Binary Segmentation），
在不预设断点年份的条件下，从数据中自动学习

序列统计特征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关键时间位置。

该算法通过递归搜索使分段前后序列差异最大的

时间切分点，并在已知复杂度约束下确定最优的

阶段划分方案。

为避免阶段识别结果受到样本覆盖变化或短

期波动的影响，本文在平衡城市样本上实施变点

检测，并通过城市维度的重抽样（400次）检验断点

定位的稳定性；同时，在候选断点数量不同的模型

之间比较信息准则，以选择统计意义上最简单且

充分的阶段结构。该过程确保阶段划分反映的是

工业固体废物长期演化中的内生结构变化，而非

由个别年份冲击或人为设定所驱动。

K

HHI

为检验全国趋势是否由少数城市集中驱动并

刻画空间再分配特征，本文计算 Top- 城市固废

产生量占全国总量的比重，并用赫芬达尔−赫希曼

指数（ ）衡量城市间份额集中度。

HHI t =

N∑
i=1

s2
it, sit =

ISW it

N∑
j=1

ISW jt

（1）

sit i t N

t HHI HHI t

HHI

式中， 表示城市 在年份 的固废份额， 表示年

份 参与 计算的城市数量。 越高表示固

废产生越集中于少数城市。为避免样本覆盖变化

带来的机械波动， 的主报告基于与阶段识别

一致的平衡样本，并在稳健性中给出非平衡样本

对照。 

1.4    全国尺度阶段断点变化的驱动分解方法

为解释不同阶段之间工业固体废物净变化的

来源，本文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 （Log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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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a Index, LMDI）方法，对阶段间变化进行因

素分解。在人口、富裕度、结构与强度的分析框

架下，构建恒等式：

ISW = Pop×GDPpc×Struct× Intensity （2）

ISW

Pop

GDPpc

Struct

Intensity

式中， 表示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 ；

表示全国人口规模，用以刻画人口扩张带来

的规模效应； 表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用以

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与富裕程度变化； 表示产

业结构因素，刻画产业构成变化对工业固体废物

产生的影响； 表示单位经济活动水平下的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强度项，用于反映单位固废产

出强度的总体变化，并作为剩余项定义以保证恒

等式闭合。对任意阶段起点与终点，工业固体废

物净变化被精确分解为人口规模效应、经济富裕

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与综合强度效应之和，各分

解项采用对数平均权重计算以保证无残差且可

相加。 

1.5    城市尺度相关识别与阶段比较

在城市尺度上，本文通过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与全国共同冲击，重点考察在时间维度上城市内

部仍与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呈现稳定共变关系的驱

动变量。为此，构建城市年度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TWFE）：
yit = β1 ln(SO2,it)+β2 ln(GDPpc,it)+
β3Structit +µi+τt +εit （3）

yit i t

yit

ln(SO2,it) i t

ln(GDPpc,it) i t

Structit

i t

µi

τt

εit

式中， 表示城市 在年份 的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水

平。在基准回归中， 采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的对数形式，以缓解偏态分布并便于系数解释。

为城市 在年份 工业 SO2 排放量的对数

形式，用作工业活动强度及重工业化程度的代理

变量，刻画城市内部工业生产活动变化的相关信

号。 表示城市 在年份 的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GDP per capita）的对数形式，用以反映城

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富裕程度。 表示城市

在年份 的产业结构变量，本文以第二产业就业

占比作为代理指标，用于刻画城市产业构成及其

变化特征。 为城市固定效应以控制与时间无关

的城市禀赋差异。 为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共同

宏观冲击，如宏观经济波动、全国性政策变化及统

计制度调整等。 为随机扰动项，反映城市层面

随时间变化但未被模型显式解释的剩余波动，包

括未观测因素、短期冲击及测量误差等。本研究

采用按城市聚类的稳健标准误，以应对同一城市

内的序列相关性。

考虑到城市内部年际变化幅度相对有限，若

某一变量在该设定下仍与工业固体废物产生的城

市内年际变化呈现显著相关，则可将该变量理解

为在短期尺度上更具可观测响应的潜在调控信

号；相反，非显著结果并不否定该变量在长期或跨

城市层面的结构性作用。为检验城市内部相关关

系是否随全国阶段结构发生系统性变化，在稳健

性分析中引入阶段交互项，并通过 Wald线性约束

检验比较不同阶段系数差异，该检验主要用于验

证相关关系的阶段稳定性，而非作为核心结论来源。

yit =
∑

k∈{1,2,3}

β1kln(SO2,it)× I(Stagek)+ · · ·+µi+τt +εit

（4）
Stagek

k k ∈ {1,2,3}
I(Stagek)

t k

ln(SO2,it)× I(Stagek)

β1k k

式中， 表示全国工业固体废物长期演化中识

别出的第 个阶段， 分别对应本文识别

的 3个稳定演化阶段； 为阶段指示变量，

当年份 属于第 阶段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
表示工业活动强度变量在不同

阶段中的交互项，用以刻画其与工业固体废物产

生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否在不同阶段存在系统性差

异； 表示在第 阶段内 ，工业活动强度 （以

SO2 排放表征）与城市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之间的

阶段特定相关系数。 

1.6    基于随机森林的城市年度治理信号识别

基于前述城市尺度计量结果基础上，本文进

一步引入随机森林方法，对城市年度尺度上可操

作的控废治理工具进行筛选。该分析基于核心

特征完备的城市年度面板数据，识别期限定为

2012—2019年，以避免早期年份数据稀疏及部分

治理指标覆盖不稳定对结果的干扰。因变量采用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的对数变换形式，候选解释

指标围绕工业活动强度、经济规模、发展阶段、产

业结构、治理与效率以及城市空间形态六类机制

构建，并在同一模型中同时纳入以形成同类指标

之间的竞争。为确保识别对象为城市内部的年际

变化信号，本文对因变量及全部候选指标实施城

市与年份双向去均值处理，使随机森林关注城市

相对于自身历史水平的年度偏离。在模型设定

上，随机森林采用较大的树数量并限制树深度与

叶节点样本规模，以降低对短期噪声的过拟合风

险；模型在多组随机种子下重复训练，并通过训练

期与测试期分离计算置换重要性，以评估指标重

要性排序的稳定性。该分析的输出仅用于区分在

城市年度治理尺度上更具稳定性和可操作性的指

标，与长期结构性背景变量相加以区分，不作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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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或因果含义的进一步解释。 

2    结果与讨论
 

2.1    我国城市工业固体废物产生的长期演化阶段

基于全国尺度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时间序列

的结构变点识别结果表明，在不预设断点年份的

条件下，我国城市工业固体废物产量在 2003—

2019年间呈现清晰且稳定的阶段性演化结构。分

段回归与结构变点检测方法一致识别出 2007年

与 2012年为显著断点，据此可将研究期划分为

2003—2007、2008—2012与 2013—2019三个阶段

（图 1）。该阶段划分在平衡城市样本（n=213）下具

有良好的稳健性，表明其反映的是全国尺度工业

固体废物长期演化中的内生时间节奏，而非由短

期波动或样本选择所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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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9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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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量趋势及阶段划分

Fig. 1    Trends and stage division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

generation in China
 

在上述阶段结构下，全国工业固体废物总量

在 2003—2019年间的各个阶段均表现为净增长，

但增长节奏在不同阶段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呈现

“持续上升背景下的阶段性转折与放缓”特征。具

体而言，2003—2007年阶段对应我国加入世贸组

织后工业化快速扩张、工业产出和大宗物料消耗

快速增长的背景，伴随资源密集型产业扩张与“高

增长、高排放”的产业模式，导致工业固体废物产

生量快速增加，年化增长率约为 13.5%。该时期

的工业政策侧重产能扩张和经济增长，而环保基

础法规体系尚待完善，其中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作为早期监管框架已于 1995年实施，但在

2000年前后配套体系仍较初级，对工业固废管理

的制度约束较弱。

第二阶段（2008—2012年），在 2008年国际金

融危机后，我国推动产业升级和节能减排政策逐

步强化，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等政策取向由战略层

面逐步转向推进实施，一系列行业落后产能淘汰、

节能减排政策陆续推出（如“十一五”“十二五”规

划中循环经济推进）。这种政策趋向促使一些高

污染工业生产模式调整，进而导致工业固废总量

增速明显回落（年化约 8.8%）。此外，自 2011年起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规划、清洁生产法和循环

经济促进法等制度工具逐步落地，对于工业固废

产生和资源化利用发挥了引导作用。

2013年后，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国家战略，

“十三五”“十四五”环境治理政策更加系统，强化

工业绿色发展、资源循环利用、污染物减量化等

要求。同时固废污染防治法及配套标准体系持续

完善，强调企业主体责任、减量化和循环化利用。

从政策制度层面分析，环境保护税法等制度工具

引入经济杠杆，强化企业对固废排放的内部成本

与管理激励。在这一制度环境下，我国工业固体

废物总量继续上升，但增长节奏显著放缓，2013—
2019年年化增长率进一步下调至约 2.1%，表明固

废产生受到更强约束与减量化政策效果的初步

显现。

HHI

在空间维度上，全国工业固体废物的阶段性

演化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空间再分配，但整体集中

格局保持相对稳定。全国工业固体废物总量持续

上升，但 Top-10城市的贡献率长期稳定在 0.22~
0.28区间， 始终维持在 10−2 量级（图 2）。这一

结果表明，全国尺度上并未出现显著的空间极化

或少数城市的持续强化，而是保持了较为稳定的

“头部−长尾”结构。与此同时，高值城市并非长期

为同一地区，而是在不同区域之间出现轮动，反映

出全国工业固体废物阶段性演化更多体现为空间

再分配与区域路径差异，而非由单一区域主导的

集中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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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工业固体废物产量的空间集中度演化

Fig. 2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 generation in China
  

2.2    不同阶段工业固体废物变化的主导因素

为反映不同阶段工业固体废物变化的驱动结

构，本文采用 LMDI法对各阶段断点之间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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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净变化进行分解，将其拆解为人口规模、

经济富裕程度（人均 GDP）、产业结构以及单位产

出固废综合强度四类效应。结果表明，在 2003—
2007、2008—2012与 2013—2019 3个阶段中，全

国尺度工业固体废物变化的驱动方向在各效应项

上保持一致，但阶段间工业固体废物净增量的差

异主要来源于各效应项贡献量级的变化，而非作

用方向的改变。

从规模相关因素分析，由人口规模与经济富

裕程度共同构成的规模效应在 3个阶段中均表现

为显著的正向贡献，且其贡献量随时间持续上

升。具体而言，在 2003—2007年阶段，规模效应

对工业固体废物变化的贡献为 6.16×104 万吨，在

2008—2012年上升至 7.19×104 万吨，并在 2013—
2019年进一步增至 8.22×104 万吨。该结果表明，

即使在全国工业固体废物净增量明显放缓的后期

阶段，人口规模扩张与经济富裕度提升仍持续对

工业固体废物总量形成显著的正向拉动。

在规模效应持续增强的背景下，全国工业固

体废物在 2013—2019年阶段的净增量（2.52×104

万吨）明显低于前 2个阶段（平均约为 4.57×104 万
吨），如图 3（a）所示。分解结果显示，该差异并非

由规模效应减弱所致，而主要来源于负向贡献项

的效应显著增强。具体而言，产业结构效应在

2003—2007年阶段仍表现为正向贡献 （ +1.13×
104 万吨），在 2008—2012年阶段基本接近于零

（−7×102 万吨），而在 2013—2019年阶段转变为显

著的负向贡献（−2.90×104 万吨），成为后期阶段工

业固体废物增长的主要抵消来源。

 

 
 

(a) 全国工业固体废物净变化的驱动因素分解

年份

(b) 2003—2007 年工业固体废物净变化的驱动因素分解

(c) 2008—2012年工业固体废物净变化的驱动因素分解 (d) 2013—2019年工业固体废物净变化的驱动因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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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国分阶段工业固体废物产量的驱动因素

Fig. 3    Driving factors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 generation in China by stage
 

与此同时，单位产出固废综合强度在 3个阶

段中均表现为负向贡献，说明在控制人口与经济

规模扩张之后，单位产出固废综合强度总体呈下

降趋势，该效应在本文中作为综合强度变化项进

行解释。然而，该综合强度效应的负向贡献量级

在阶段间变化相对有限，仅在后期阶段略有增强

（由−2.55×104 万吨增至−2.81×104 万吨），其变化幅

度明显小于产业结构效应。综合来看，产业结构

效应在后期阶段由正向贡献转负向贡献并实现量

级跃升，是导致工业固体废物净增量显著放缓的

主要因素，而综合强度效应主要发挥稳定的背景

性抵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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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区域工业固体废物驱动结构的阶段差异

从长期演化路径看，在全国尺度识别的阶段

结构下，各区域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在时间演化形

态上具有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主要体现在阶段

边界而非驱动构成。如图 4（a）所示，从长期演化

路径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均经历了

2000年代中后期的快速增长阶段，并在 2013年

后进入高位波动与再增长并存的后期阶段。该时

间形态表明，全国尺度识别的阶段划分在区域层

面具有普遍适用性。然而，进入后期阶段后，各区

域工业固体废物变化的驱动构成开始出现明显

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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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区域尺度分阶段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及其驱动因素

Fig. 4    Regional-scale industrial solid waste generation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by stage
 

在 2013—2019年阶段，多数区域表现为规模

效应主导拉动、结构效应与综合强度效应形成

对冲的驱动结构，但对冲端的主导来源在区域之

间存在差异。区域尺度的 LMDI分解结果显示

（图 4（b）），中部地区的工业固体废物净增量主要

由规模效应驱动，同时受到产业结构效应与综合

强度效应的双重负向抵消，整体呈现“拉动−对冲

并存、净效应受控”的状态；东部地区规模效应仍

为主要拉动项，但结构效应的负向贡献相对较弱，

主要依赖综合强度效应实现对冲，因此后期阶段

工业固体废物净增量仍然较高；西部地区则以结

构效应为主要抵消来源，产业结构调整在后期阶

段对工业固体废物增长形成最为显著的抑制，而

强度效应的对冲作用相对有限。这表明在相同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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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条件下，不同区域通过不同的内部对冲路径实

现对规模拉动的部分抵消。

东北地区在 2013—2019年阶段呈现出与其

他区域显著不同的驱动结构，其综合强度效应由

负向贡献转正向贡献，并在量级上主导了区域工

业固体废物变化的净方向。在该阶段，东北地区

的规模效应为负贡献，反映人口规模或经济活动

变化对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形成收缩性影响；产业

结构效应同样为负贡献，延续了结构调整对工业

固体废物增长的抑制作用。然而，与其他区域不

同的是，东北地区的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强度效应

在该阶段转为显著正向，且其量级超过规模效应

与结构效应的合计，从而在系统层面决定了区域

工业固体废物变化的净方向。这一特征构成全国

分解结果中的明显异常状态。从分解结果分析，

将规模与结构贡献单独分解后，东北地区的单位

产出固废强度出现了阶段性回升或下降趋势显著

放缓。结合东北为资源型老工业基地的现实背

景，该变化可能由三类机制共同主导。首先，重化

工产业占比高且设备更新相对滞后，使工艺效率

改善优先、单位产出固废强度下降乏力甚至短期

反弹；其次，在需求改善阶段，优先复产已停产或

低负荷的既有生产线（尤其老旧产线）、产能利用

率回升快于技术改造，可能导致单位产出固废强

度在短期内表现为正向贡献；最后，若同期开展了

较集中的存量固废清理整治，部分历史堆存固废

进行清运、处置并形成统计入账，也会在分解中表

现为强度项的正向贡献。基于上述多路径可能

性，说明综合强度效应反映了单位产出固废强度

的净变化项，其贡献方向的转变不宜直接解释为

单一“技术进步/技术退步”的因果结论。

东北地区后期阶段的综合强度效应转为正向

贡献在城市层面具有高度一致性，但在量级上呈

现显著集中。在 2013—2019年阶段，东北地区可

计算结果的 24个城市中，综合强度项均表现为正

向贡献，表明该异常状态并非由个别城市的极端

值触发，而是在区域内具有普遍的方向一致性。

同时，城市层面的综合强度项贡献在量级上呈现

明显头部集中，少数城市对区域正向综合强度效

应的贡献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前 1、3、10个城市

的贡献占比分别约为 33.7%、56.8% 和 82.7%。这

表明东北城市后期阶段的综合强度效应异常同时

具有方向一致、量级不均的特征。从机制含义看，

综合强度贡献量级头部集中可能与少数城市在资

源型产业比重、重化工业集中度、产能利用率回

升幅度、设备更新与技改投入强度，以及存量清理

整治任务集中度等方面的差异有关。 

2.4    城市尺度工业固体废物驱动关系的阶段特征

城市尺度分析表明，在控制城市不变特征和

年份共同冲击后，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与多数宏观

经济和结构变量之间未呈现稳定的城市内相关关

系；相比之下，以 SO2 为排放表征的工业活动相关

压力信号在城市内部变化尺度上表现出显著的正

向共变特征，表明污染压力相关变化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反映工业固体废物产生的同步变化。“城

市−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预测结果显示（图 5），
SO2 排放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0.078 7，且在 5% 显著

性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p=0.032）。该结果表明，

在同一城市内部，当 SO2 排放水平发生变化时，工

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亦呈现出显著的同步变化关

系。在相同模型设定下，产业结构变量（第二产业

就业占比）的回归系数虽大于 0（0.035 2），但未达

到统计显著水平（p=0.378），未能在城市内部变化

尺度上形成可识别的稳定相关信号。
 
 

GDP总量 p<0.05

False

True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工业利润总额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变
量

第二产业就业占比

SO
2
排放

人均GDP

−0.8 −0.6 −0.4 −0.2 0

回归系数

0.2 0.4 0.6 0.8

图 5   “城市−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总体样本下的回

归系数估计结果

Fig. 5    Regression coefficient estimation results of the

"city–year" two-way fixed effects (TWFE)

model for the full sample
 

进一步地，治理与经济控制变量在该设定下

同样未表现出显著相关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工业利润、建设用地规模等变量的回归系数

均不显著（p 均大于 0.5），表明这些变量在城市内

部的年际变化不足以对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形成稳

定的线性解释。需要注意的是，人均 GDP与 GDP
总量在模型中均表现为系数不显著且标准误极大

（标准误约为 36.4，p 约为 0.980），表明在同时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的条件下，宏观经

济规模变量的有效信息已被高度吸收，且二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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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可能存在较强共线性。因此，本文不再讨论经

济规模变量在城市内部变化尺度上的边际效应，

而仅将其作为控制项纳入模型。 

2.5    城市尺度工业固体废弃物治理信号

如图 6所示，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在所

有候选指标中具有显著领先的重要性，其置换重

要性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变量，并在多次重复训练

中始终保持首位。这表明在控制城市长期结构差

异后，综合利用率能够稳定刻画城市内部工业固

体废物变化，是当前统计体系下最具可操作性的

治理绩效信号。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重要性排

序反映了年度变化解释中的稳定性与信息贡献，

并不构成对具体治理工具“效果大小”或“优先顺

序”的因果评估依据。相比之下，工业废水排放量

以及城市建设用地和道路面积等指标的重要性处

于中等水平，反映其在部分城市或阶段中对工业

固体废物变化具有指示意义，但整体稳定性弱于

治理绩效类指标。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工业废水排放量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城市道路面积

第二产业就业占比

第三产业就业占比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工业利润总额

地区生产总值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0.02 0 0.02
重要度

0.04 0.06

变
量

注：图中数值反映当单一指标的年度变化被随机打乱时，模型解释工业

固体废物年际波动能力的变化幅度。数值越大，表示该指标的年际变化

对解释工业固体废物变化越关键，越适合作为城市层面的操作型治理信

号；接近零或为负的指标，表明其年度变化对城市固废治理的信息贡献

有限，更可能体现长期结构或背景特征。

图 6   基于随机森林模型的城市尺度工业

固体废物年度治理信号

Fig. 6    Annual governance signals of city-level industrial

solid waste based on the Random Forest model
 

与此同时，经济规模与产业结构相关变量在

城市年度尺度上的重要性整体较低。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虽在排序中相对稳定，但其重要性水平有

限，更适合作为城市发展阶段的分层变量；地区生

产总值总量、工业利润及就业结构等变量的重要

性接近于零，显示其难以在年度尺度上提供独立、

稳定的治理信号。总体而言，该结果在不改变前

文长期驱动机制结论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了城

市层面治理手段的经验分工：治理绩效和过程性

指标更适合作为年度管理与考核的操作型信号，

而规模与结构性指标主要反映长期发展背景。 

3    结　　论

基于全国、区域和城市多尺度的阶段性分析，

本文从长期演化事实、驱动结构差异及其空间异

质性出发，总结工业固体废物控制的主要结论与

政策启示。

第一，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具有稳定且可复现

的阶段结构，不同阶段的增长速度与变化特征显

著不同。这表明固废治理政策不宜假定增长机制

长期稳定，而应根据工业化阶段动态调整治理重

点，避免以统一目标和强度覆盖所有时期。

第二，全国尺度分解结果显示，规模效应持续

推动固废增长，而后期阶段净增量放缓主要源于

产业结构效应由正向贡献转为负向贡献并显著增

强。相比之下，强度效应虽持续为负向贡献，但边

际贡献有限，说明在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调整

比单纯依赖效率提升更具控废潜力，应作为宏观

层面的关键政策杠杆。

第三，区域层面存在显著的驱动结构差异，且

在后期阶段进一步加剧。不同区域中结构效应与

强度效应的主导地位并不一致，东北地区后期强

度效应转正贡献的结果提示，依赖单一路径的控

废策略可能失效，区域治理需结合自身发展阶段

与驱动特征差异加以设计。

第四，在城市内部的短期年际尺度上，工业固

体废物对宏观规模和结构变量的响应有限，而对

工业活动强度相关因素更为敏感。这意味着城市

层面的短期治理更可能通过直接作用于生产过程

和活动强度取得成效，而结构性调整应被视为中

长期战略工具。

第五，城市年度治理中，长期驱动因素与可操

作治理抓手应予以区分。结果表明，治理绩效和

过程性指标在城市内部变化中更具稳定性，更适

合作为年度监管与考核工具，而规模和结构变量

主要反映长期背景，不宜直接承担短期调控职能。

总体而言，工业固体废物治理不存在适用于

所有阶段和尺度的单一政策工具。有效的控废策

略应在全国与区域层面侧重结构性转型，在城市

层面强化过程性精细管理，通过分层、分尺度的政

策组合，应对工业固体废物长期演化带来的治理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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